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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司法的可解释性困境及其纾解

周 媛 张晓君*

内容提要:加强对人工智能司法发展及风险的研究是时代课题,其中人工智能司法的可解释性困境

尤为关键。人工智能司法可解释性指的是司法决策或行为的可理解与透明性,涉及基础数据、目标

任务、算法模型以及人的认知这四类关键要素。不可解释困境主要是由数据失效、算法黑箱、智能

技术局限、决策程序和价值缺失等因素所致。但是,人工智能司法的不可解释困境其实是一个伪命

题,可解释性具备认知层面和制度层面两方面基础。纾解困境的具体策略包括:构建司法信息公开

共享制度,提高有用数据的甄别与利用效率;从软硬法结合视角建构司法系统的运行标准与制度规

则;从全过程视角强化主体之间的协同治理;通过指导性案例和司法解释赋权法官的司法解释空

间,提高法律解释技术;强化交叉学科人才建设,提高对人工智能司法决策模型的引领;发挥法官

的自律与能动性,实现司法智能决策的人机协同。未来,不仅需要把握司法价值与技术理性的平

衡,还需考虑人工智能对司法的差异化介入,推动人工智能司法战略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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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

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自2015年起,人工智能与司法工作深度融合

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各地纷纷开启智慧法院建设步伐。〔1〕 从智慧司法1.0到4.0,人工

智能司法已成为一种现实,深刻地改变着传统法院的组织能力与管理结构,冲击着诉讼架构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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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机制,重塑法律人的理念、情感、行为乃至结果模式,甚至影响整个司法权力在国家权力架构

中的定位。〔2〕但对于智慧法院建设,学界呈现两种分歧立场:一种观点认为,从司法本质看人

工智能司法具有主体正当性,从司法裁判的手段看智能裁判具有逻辑正当性,从司法过程看人工

智能司法具有程序正当性,从司法结果看智能司法具有结果正当性,因此,人工智能司法的整体

正当性充足。〔3〕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司法的运用程度有限,只能作为一种实现司法正义

的辅助手段,不能排斥法官的心证和裁量,这是其运用所应遵守的基本原则。〔4〕然而,法律是

一种风险控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安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

靠、可控。要整合多学科力量,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研究,建立健全保障人工

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5〕法律是风险识别和控制的主要手段。法律

是一种社会建构。因此,对法律的合适态度,应该是审慎而非颂扬 (celebration)。〔6〕法律的保

守主义立场使得我们更需要保持一种批判主义研究进路。

目前学界对人工智能司法的批判性研究成果大致可归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工智能司法产

品运用过程中外部技术环境的限制,最为典型的是作为智能司法决策基础的司法数据样本存在

“伪充分性”,〔7〕还包括法律语言与计算机语言的隔阂等;二是人工智能内在的技术困境,典型

的是算法歧视、算法黑洞与算法霸权;三是人工智能的伦理与价值困境,体现在人工智能无法对

司法正义作出实质性权衡,也无法复制法律人的 “情怀”和 “匠心”;〔8〕四是人工智能受到司法

环境的制约,如国家的政策性、政治性因素,地域因素,习惯规则以及法律体系的差异等。作为一

项智能推理与决策技术,无论是人工智能司法数据的 “伪充分性”、算法黑洞困境,还是人工智能

的伦理与价值困境,都指向人类如何正确使用人工智能,而至于人工智能又如何满足人类对司法正

义与价值目标的追求,透明性、可解释性及由此产生的可信赖性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2019年4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的 《人工智能道德准则》提出了值得信赖的透明性规则;2021年1月,欧洲议

会和理事会发布的 《关于人工智能的统一规则 (人工智能法)并修正某些联合立法行为》同样对人

工智能的透明性和可理解性进行了着重强调。〔9〕2021年9月,我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

委员会发布了 《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明确提出人工智能发展需遵守 “确保可控可信、强化

责任担当”等六项基本伦理要求,基于可解释性才能实现验证、审核、预测与信赖。事实上,我国

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审判工作本质是一种 “回应型司法”或 “纠纷解决型司法”,〔10〕回应型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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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度正是追求司法活动的透明性和可解释性。例如,行政诉讼领域的 “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

决”,法理逻辑即是通过充足的沟通与恰当的交流平台,让诉讼活动评价回归当事人的 “体验

感”,提高当事人的司法获得感,从而增强司法判决的可接受性。行政裁判的可解释性正是实质

性解决行政争议的前提条件。

虽然近年来对于人工智能的可解释性的研究逐渐升温,但事实上人们对人工智能 “黑洞”的

内在原因及破解路径仍然疑问重重,就像2017年AlphaGo如何战胜了两位世界围棋冠军,赛后

柯洁坦言其策略是那么让人惊诧。国内法学界聚焦人工智能司法的可解释性这类子领域的有力研

究成果并不多见。〔11〕因此,下文从人工智能司法可解释性困境的具体表现入手,阐释人工智能

可解释性的具体内涵,探寻可解释性困境的具体方面及其形成的机理,进而对可解释性的主客观

基础作出研判,得出纾解人工智能司法可解释性困境的有效之道。

二、可解释性界定与人工智能司法可解释性困境

概念是逻辑研究的起点。对解释性的界定成为本文研究的起点。由于理解活动 “具有双重的

主观性:理解对象的主观性和自身活动的主观性”〔12〕,在对研究概念和对象进行界定和选取时要

尽可能做到多维度、多视角。

(一)解释与可解释性:多学科融合视角

“解释”在汉语中包含两层词义:分析阐明和说明含义、原因、理由等。但在科学哲学领域,

“解释”一词的词义往往从本体含义转移至语境功能层面,关联到解释主体和对象之间的逻辑关

系。例如,亚里士多德就曾通过物理学的观察提炼出 “四因说”,得出解释其实就是对事物 (解

释项)与事物 (被解释项)之间 “为什么”产生、发展、变化、消亡等一系列动因的说明。学者

亨普尔 (CarlG.Hempel)和奥本海姆 (PoulOppenheim)在 《解释的逻辑研究》一书中进一步

明确解释的 “阐释”作用,即解释是对解释项与被解释项之间关系与逻辑的重构,或达到论证某

种关联的目的。〔13〕由此,这种解释功能也被定义为对解释项与被解释项因果关系的挖掘,如美

国哲学家刘易斯 (ClarenceIrvingLewis)直接将解释等同于因果关系的说明,“解释一个事件就

是提供一些关于其因果历史的信息。在解释的行为中,一个拥有一些关于某个事件的因果历史的

信息 (我称之为解释性信息)的人试图把它传达给其他人”〔14〕。但是,因果关系并非事物关联性

的全部,并非所有的因果关系都存在唯一的解释形式,由此,解释的路径和方法具有多元性,特

别是科学哲学领域不同的逻辑将引导出不同的可解释性方法。例如,在知识图谱的推理方法中,

至少存在 “符号主义”“行为主义”“连接主义”“新型混合”四种可解释知识推理类型,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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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类型又对应着不同的推理方法。〔15〕这就需要以一种多学科融合的角度来理解人工智能领域

的解释。

回到人工智能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的解释本质是指人工智能的可理解性或透明性,亦即人工

智能的 “演绎法则”能够被人所认识、领悟。从亚里士多德的 “四因说”出发,人工智能的可解

释性作为语境词汇,至少会涉及基础数据、目标任务、算法模型以及人的认知这四类关键要素。

其一,数据是人工智能得以存在的前提,人工智能本质即是借用计算机对大数据强大的搜索统

计、计量分析、深度学习等功能,而形成的一种计算认知,足够多、足够好与足够真实的大数据

是人工智能的必要条件。但采集哪些数据不采集哪些数据,对于人工智能而言似乎并不是一个不

言自明的清晰逻辑,它有待于目标任务的明确设定。其二,目标任务在逻辑上是为达到某种效果

或完成某种行为,但如何将这种效果或行为设定转换为计算机语言以完成人类语言向数智语言的

转变,需要抓住的关键是两类 “语言”之间的联结点在哪里。一般而言,事物的规律性是两者之

间的联结点,因此可以通过足够优质的大数据进行因果逻辑抑或形式逻辑的推理,建立两者之间

的确定性或概率性的关联,形成一种以事物的规律性和逻辑自洽为中心的算法模式。其三,算法

模型是数据充足、目标明确的基础上所刻画的一种客观逻辑结果,它也是人工智能可解释性的关

键所在,按照可解释性的程度大致可划分出三类算法模型:〔16〕 (1)参数模糊型,主要是指由于

任务的复杂性与数据的繁杂性,算法模型并非设定一个单一的清晰的范围值或确定的任务目标,

只是在一个可能的概率值范围内搜索更多的可能有用的数据,从而完成相对模糊的逻辑关联运

算,如深度学习模型;(2)参数明确型,主要是指任务较为明确、逻辑较为清晰的目标运算,这

类运算通常在给定的范围值内,搜集较大关联性的数据,从而得出较为公认或公式化的算法模

型,如统计学习模式; (3)参数外显型,相比于明确型,这类算法本身具有透明性,也可称为

“白盒模型”,需要提取哪些数据以及目标设定都十分明确,得出的结果也自然较为单一,通常遵

循条件式因果推理规律,如专家知识模型。其四,人的认知是这四类关键要素的决定因素,相对

于算法模型而言,人的认知与意志更具主观性,主观性会加剧对人工智能决策过程的理解差异,

不同群体由于知识范围的差异对算法决策的理解能力自当不同,如何弥合主观与客观之间的鸿沟

成为打开算法 “黑盒”的金钥匙。

人工智能融入司法,相应的可解释性问题自然而然转移到对司法基础数据、司法目标任务、

司法决策算法模型以及法官的认知这四类关键要素的理解上。首先,司法数据从内容和对象来

看,是人民法院 “在司法工作中形成的审判流程、执行信息、法律文书、庭审活动信息、司法政

务、司法人事、外部协查等数据的总和及其关联关系”〔17〕;但从结果来看,它主要指向司法裁判

文书以及相应的裁判技术。司法数据的存在是人工智能介入的基础,司法数据 “质量”决定人工

智能司法决策的真实性、可靠性,若是司法数据偏差自然会引发可理解性困境。其次,司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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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是司法裁判要达成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我国司法的目标是以人民为中心,惩戒犯罪、化

解社会矛盾,实现公平公正高效的司法服务。然而这一目标决定人工智能司法的行为逻辑或演绎

规则必须纳入利益平衡与价值考量,而这正是计算机语言难以充分解释的又一困境之所在。再

次,司法裁判的过程是对案件事实与证据、法律规则要素以及法官裁量标准的综合性判断,随着

事实与证据的量化、法律规则以及法官裁量的标准化,司法裁判逐渐走向自动化,司法决策算法

模型是自动化的一种表现,但事实与证据的模糊性、法律规则的滞后性以及法官裁量的主观性都

可能导致算法决策模型难以形式化。事实上,目前的人工智能司法模型多体现为较为简单的统计

学习型,如何进行智能司法深度学习是一大理论难题。最后,法官对法律的理解以及价值观的培

育是司法目标能够达成的关键,统一法官的思维模式可保证司法目标的一致性,但在具体的案件

类型、地区差异以及场景化司法运行过程中,法官基于实质平等的法律解释与续造所发挥的主观

能动性恰是实现司法公平、公正的重要前提,而这增加了人工智能司法技术标准的设计难度,自

然增加了不可解释性空间。司法这四个基础要素导入人工智能领域在实践中衍生出以下可解释性

困境具体形态。

(二)人工智能司法可解释性困境的具体形态

第一,司法数据 “低劣”引发人工智能决策失真。马云曾说,在21世纪数据好比支撑社会

经济发展的 “石油”。“司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实质是建立了一种基于海量数据挖掘的认知

范式,数据具有绝对的前置性。”〔18〕以数据为中心的司法智能是从相关的类案情节中提取判决规

律的一种非理论预设的认知技术。足够多、足够优质的类案数据既是司法公正决策的前提,更是

获得人们理解的基础。仅凭单个或特殊案例所总结的判决结论往往不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坏的”

“低劣”的数据也会导致人们对司法决策理解的偏差。从司法样本数据来看, “不充分”和 “低

劣”数据主要表现在:一是司法数据本身存在主观性,哪些数据可以公开、哪些不能公开,已经

受到人为因素的左右,基于主观筛选和缺失样本所进行的司法决策很可能会背离实践真实样态,

导致人们对司法决策能力和效果的误解。例如,在行政协议纠纷中涉及政府利益和商业秘密的案

件一般不被公开,这些案件往往最能体现行政的本质;在刑事案件中,一般轻微伤或自诉案件可

能按撤诉或协商处理,一旦撤诉或协商处理,相关定罪样本或要素就无法有效得以统计,计算机

自然不能进行深度学习。二是司法数据分类或标记的科学性存疑。计算机是靠代码进行识别的,

存在相应的代码才能进行统计或归纳,但对司法案件的代码分类或标记因素会因法官或研究人员

的理解差异而参差不齐。例如,刑事判决书中,被告人的犯罪动机、犯罪环境等因素往往很难得

到类型化标记;在刑事被告人赔偿案件中,赔偿数额及相关酌定情节也通常属于不被标记的范

畴。因此,“这些未被标记的因素便会游离于所得数据之外,继而造成数据充分性问题,导致预

测模型失准”〔19〕。三是司法数据的变换性使得精确性不足。在主观性之外,数据所依赖的环境同

样重要。换言之,数据样本的真实性与数据所产生的特定环境密切相关,“人们在特定环境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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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王禄生:《司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风险及伦理规制》,载 《法商研究》2019年第2期,第102页。
前引 〔1〕,聂友伦文,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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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数据并将意义赋予了数据”〔20〕才能消除样本的分歧增进标注代码的可理解性。然而,也会存

在司法异地差异、人为差异等因素导致的数据非真实性或系统性错误,这就会引发 “错误的前提

导致错误的结论”〔21〕(garbagein,garbageout),加深人们对人工智能司法决策的误解。

第二,人工智能算法黑箱冲击司法透明,导致司法不公。算法是第二类关键性要素,但算法

黑箱问题一直是困扰理论与实务界的头号难题。算法的不透明性大致存在三种情形:一是因国家

秘密、商业秘密等保密之需要而形成的不透明,二是因技术的不成熟而引发的不透明,三是人工

智能算法内部的复杂性而产生的不透明。〔22〕不论何种情况,由于价值平衡、技术有限以及民众

知识差异等因素的制约,算法公开的程度都十分有限。这种限度不仅体现在由计算机技术人员和

法律专业人员组成的审查机构审查的广度和深度有限,还体现在审查结果要尽量避免损害私人权

利以及抑制新技术创新的负面效应。实践中,这三类不透明性往往交错在一起,加剧算法的不透

明性。例如,目前概率建模下司法要素被压缩为几个方面,而采取启发式算法系统可模拟法官的

思维,但这种思维决策过程是如何运作的往往无法被 “追溯与验证”。〔23〕腾讯研究院也明确表

示:“在AI深度学习模型的输入数据和输出结果之间,存在着人们无法洞悉的 ‘隐层’,深埋于

这些结构底下的零碎数据和模型参数,蕴含着大量对人类而言都难以理解的代码和数值,这使得

AI的工作原理难以解释”。〔24〕人工智能算法黑箱易引发的可解释性问题主要是,司法数据的关

联性错误、法律适用的歧视性加深、司法决策的结果难以预测以及危及司法的公信力等。在司法

关联性数据领域,由于缺乏足够的因果逻辑可能使得看似存在正负增长关联的事件之间,其实是

一种虚假关联关系,从而可能错误地揭示司法规律。而由于无法看清司法决策规则,也不能参与

其中,只能被动接受决策结果,往往可能导致算法偏见无法纠正而形成 “滚雪球”效应,如美国

黑人的犯罪率更高。同时,在无法理解算法模型的基础上,也可能导致结果的不可控性,特别是

针对实质性的同类案件,某些外在参数不同竟然导致预测结果大相径庭。这种难以接受的算法偏

见与歧视,自然也会影响司法的公信力。

第三,技术理性对司法理性的侵蚀导致内在隔阂。相对于算法黑箱而言,技术的有限性侧重

于阐释目前人工智能应用于司法领域的技术瓶颈和固有缺陷。在类型层面,人工智能存在 “弱”

“强”“超”之级别区分,毫无疑问,目前人工智能司法只停留在 “弱”人工智能阶段,其司法智

能化程度并不高。由于人工智能是一种技术理性,司法决策是一种司法理性,司法理性 “更多乃

是依靠司法工作人员的认知、心性、德行并结合案件发生的客观现实环境”〔25〕,技术理性偏重于

标准化与程式化的规则,因而,技术理性与司法理性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隔阂。加之法律语言与

计算机语言的差异,法律与技术之间的融合存在较大的跨界障碍。从世界各国司法实践情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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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25〕

〔德〕罗纳德·巴赫曼、吉多·肯珀、托马斯·格尔策:《大数据时代下半场:数据治理、驱动与变现》,刘志则、刘

源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205页。
〔英〕维克托·迈尔、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1页。

SeeJennaBurrell,HowtheMachine“Thinks”:UnderstandingOpacityinMachineLearningAlgorithms,3Social
ScienceElectronicPublishing1 (2015).

参见马靖云:《智慧司法的难题及其破解》,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腾讯研究院等:《可解释AI发展报告2022:打开算法黑箱的理念与实践》,腾讯研究院2022年发展研究报告,第2页。
陈灵峰:《司法人工智能的技术效应与应用边界》,载 《求索》2021年第6期,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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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人工智能系统主要运用于数据管理平台建设、类案检索和推送、证据审查和抽检等审判辅助

层面,如美国联邦法院的 “案件管理和电子案件档案系统”(CM/ECF)、欧洲的ERP系统及职

位分配管理系统软件 (OUTILGREF)、新加坡的社区司法和裁判系统 (CJTS)、韩国的电子案

件归档系统 (ECFS)等。〔26〕以辅助审判为主的 “弱”人工智能司法意味着其决策本身的准确性

与应用深度有限,“从某种意义上分析,这种应用程度及准确性缺陷导致的技术保守态度与解释

困境是其内部机理不可解释性的重要原因”〔27〕。换言之,越是成熟的越具有实践经历的算法模

型,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应的黑箱问题越能迎刃而解。事实上,在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建设初期,因

计算机技术人员的水平有限、精力以及项目投入不足,经常导致算法模型的粗糙和固有缺陷,而

引发不可解释性困境。

第四,逻辑运算对司法正当程序的冲击降低主体认同。法律程序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交流和沟

通装置,同时也是进行个人权益分配、提高商谈效能、保障人们尊严和维护自由主义传统的适当

机制。〔28〕在司法领域,正当程序被视为 “看得见的正义”的代名词,其首要贡献在于强调司法

主体之间的 “交往”,即 “旨在通过使用符号 (包括前符号、符号和元符号),来协调大家的行为

和举止,以求得沟通和共识”〔29〕。人工智能司法决策程序的不透明直接导致这种 “交往”受阻。

在司法自动化模式下,由原告、被告、当事人、法院等多方主体参与的交互式辩论法庭模式,变

成输入关键词得出结果的单一形式逻辑运算过程,后疫情时代催生的线上庭审模式一定程度上加

剧了司法决策程序的形式化与非透明化。“这样的司法操作模式不仅会严重解构法官的主体性价

值,削弱司法进行动态社会整合的内在张力,更会导致法律系统像停止生长的珊瑚礁那样,变成

一堆毫无生机的死化石。”〔30〕更重要的是,缺失交往性的人工智能司法决策无法达致哲学层面

“他者”向 “自我”的身份更新与主体认同,因而就无法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司法信仰和精神

服从。

第五,人工智能无法答责,引发司法归责模糊。“法律责任的本质是答责,不具有可解释

性的人工智能不能自我答责,因此,其无法承担法律责任。”〔31〕责任承担问题又与人工智能

的主体地位直接挂钩。意志自由是自我应责的前提,只有明晰责任后果、具有答责能力的人才

是自由的主体。而在责任的功能层面上,责任往往与伦理道德一起共同发挥惩罚、修复或预防

作用。在 H.D.刘易斯看来,“责任……仅仅意味着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这意味着做一个有能

力正确或错误地行为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行为的道德上即相应是好的或坏的”〔32〕。人工智

能无论在意志自由抑或道德判断上都无能为力。实践中,人工智能产品的责任承担者往往是在

使用者、制造者与监督者之间平衡,但具体如何平衡尚未得出较为权威的规则。人工智能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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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29〕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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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郑曦:《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及规制》,载 《中外法学》2020年第3期。
翁晓斌、饶淑慧:《人工智能司法决策的可解释性及其路径研究》,载 《学习论坛》2022年第5期,第132页。
参见 〔美〕瑞·L.马肖:《行政国的正当程序》,沈岿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第2 10页。
曹卫东:《交往理性与权力批判》,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6页。
陈洪杰:《从技术智慧到交往理性:“智慧法院”的主体哲学反思》,载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6期,第90页。
前引 〔9〕,刘艳红文,第85页。
〔澳〕皮特·凯恩:《法律与道德中的责任》,罗李华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88页。



2023年第2期

决策责任的模糊问题存在以下两个层面:一是人工智能司法决策错误产生的原因存在多种可

能,可能是人工智能代码的错误,也可能是法官操作的失误,还有可能是人工智能技术固有的

缺陷;二是人工智能司法决策责任承担的模糊性,由于错误产生背后的原因各异,责任的归属

也并非清晰,如人工智能代码的错误或法官操作的失误,这类责任者相对较为明确,但因人工

智能技术固有的缺陷所引发的责任,其责任承担者就并非清晰,它有可能是研发者,也有可能

是法官,还有可能是国家等。责任者的模糊可能导致司法决策本身的随意与偏见,加大司法者

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鸿沟,缺乏公平责任的司法体制设计也会使得新技术的应用陷入可解释性

“整体危机”。

第六,人工智能无法进行价值衡量,削弱司法正义的基础。人工智能在司法正义判断上的困

境也使得算法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大为降低。一者,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其无法真正实现 “同

案同判”,同案本身就是基于两种案件结果价值相似性的判断,而人工智能恰恰无法基于司法正

义价值对案情进行整体判断和关照。例如,“于欢案”中涉及对正当防卫制度的重新理解,仅仅

将此案编入故意杀人罪一类案件将发生严重的司法不公。换言之,人工智能 “无法避免建立 ‘错

误的相关性’,即两个案件尽管具有事实特征上的相似性,但这种相似性却不具有法律意义或不

应与法律后果发生关联,而机器学习算法却将其当作了 ‘链接’法律后果的前提”〔33〕。二者,某

些法律价值不存在位阶排序无法进行计算与权衡,这导致算法无能为力。例如,经典的 “电车难

题”实际拷问的即是生命价值的无可计量性。事实上,在诸多法治之善之间都需要法官依照现实

世界的逻辑观和心中世界的正义观作出权益平衡与实质判断,基于相关性的概率计算无法理解大

脑神经元 “黑箱”,也导致其无法被人脑理解。三者,人工智能有限的数据库和无限的司法要素

事物发展之间形成张力。人工智能司法决策是基于已被标记和筛选的过往数据,作旧的数据使得

人工智能对新事物的感知能力和关联能力不足,无法应对层出不穷的司法新事物和新形势。例

如,部分金融刑事案件的入罪标准需要综合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状况作出动态平衡,而非采取 “一

刀切”的算法标准。

三、人工智能司法可解释性的正当逻辑

“我们不可能从对那个时代的详细研究的结果中获知世界大事的意义,即使是这个结果极其

完善;相反,我们必须能够创造出意义本身。”〔34〕逻辑分析是客观认识事物意义的前提。人工智

能司法可解释性困境的存在说明构建人工智能的可解释性规则存在现实必要性。但这并不等于说

构建人工智能司法可解释性规则具有可行性。这首先需要揭示学界关于人工智能司法不可解释性

立场的伪科学性,进而构建人工智能司法可解释性规则的逻辑基础。

(一)对人工智能司法不可解释性立场的批判

人工智能实际是计算机科学下模拟 “类人智能”所形成的一套计算规则,它的核心技术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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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磊:《司法人工智能能否实现司法公正?》,载 《政法论丛》2022年第4期,第77页。
前引 〔12〕,马克斯·韦伯书,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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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算法,算法被定义为 “解决某一特定问题而采取一种有限、确定、有效并适合用计算机程序来

实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计算机科学的基础”〔35〕。学界普遍有一种惯常思维,认为可解释性的

最大障碍是算法的 “黑箱”存在,其导致人工智能司法决策本身具有 “黑洞”空间而无法让人理

解。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从逻辑上分析可知,这种立场具有伪科学性。

首先,区分事实和价值、实现客观与主观的有限分离是近现代哲学科学的逻辑起点。在法律

适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算法,虽然经过了人的目的性加工,但本质还是一种运算规则或代码符号,

是一种客观产物。就此而言,算法并非像人的主观意志一样,是一种不可重复、复制与展示的

“黑箱”,而是一种可探知、重复的客观物质。物质主要有四类特征,即遵守能量守恒定律、具有

可探测性、时空有限、遵循因果规律,正是由于人工智能不具有意识这类非物质特征才使得其不

能成为人性主体。〔36〕作为一项可重复的运算规则,算法具有高度的形式化特征。算法通常只

有三种运算规则,即 “是”“非”“或”,其根据相应的技术代码植入,作出相应的精确性指令。

就此而言,打破算法 “黑箱”或还原算法的自主运算过程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只不过是技术或

成本问题。例如,在司法决策过程中,虽然根据正当防卫这一指令,相应的算法会进行海量数

据筛选与深度学习辨识,但得出的结果与基础要素之间总是存在一些线索或访问痕迹,如一些

关键性的基础数据要素,包括 “侵害”“反击”“急迫”“平衡”等,明确两者之间的关联性需

要相当高的支撑技术,但不代表不可能。而这即是物质客观性与实在性的体现,也是可解释性

的客观性基础。

其次,按照前述常规思维路径,算法存在 “黑箱”等因素,导致或加剧算法的歧视,因此,

这种算法歧视是人工智能固有的缺陷,致使人工智能决策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锐减。但实际

上,算法决策的 “歧视”或 “不公”归根结底还是现实社会中制度、规则不公的真实映射。一个

很典型的案例即是,如果司法层面习惯报道黑人犯罪事件或选择性公开黑人犯罪数据,那么经过

大数据的推演所得出的结论自然是,黑人是犯罪的高概率群体,黑人无疑被贴上犯罪标签。显然

这种歧视并非算法 “黑箱”所导致的结果,而是社会歧视本身的映射。与此同时,另一种情况

是,算法本身是一种中立的统计或分配规则,但人们的固有情愫往往认为一种算法规则比另一种

更公平。例如,在美国教育平权案中曾存在两种招生录取算法,个体主义的直接加分规则和特定

群体的倾斜加分政策。初看之,对特定群体的倾斜加分政策会比个体主义的直接加分规则更易引

发 “反向歧视”,但事实不然,从算法结果角度而言,无论是个体主义进路 (加分政策),还是群

体主义进路 (配额政策),都旨在提高某些族裔 (特别是黑人)的录取率,都不过是一种 “纠偏

行动”(affirmativeaction)。〔37〕就此而言,算法本身并非价值中立或非中立,真正的问题在于如

何选取适当的 “基于社会效果的法律解释模式与方法”。

最后,退一步而言,即使存在算法 “黑箱”,也是因人的社会活动及相应规则所致,而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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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37〕

〔美〕塞奇威克、韦恩:《算法》(第4版),谢路云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参见程承坪: 《人工智能:工具或主体? ———兼论人工智能奇点》,载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6期。
参见丁晓东:《算法与歧视———从美国教育平权案看算法伦理与法律解释》,载 《中外法学》2017年第6期。



2023年第2期

质 (算法)的不可知性。例如,在客体层面,基于司法领域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

及知识产权的保护之需要,需要对算法决策系统的数据及规则进行保密,防止黑客攻击、商业剽

窃以及隐私泄露的风险,这就导致数据的秘密性;在主体层面,人工智能司法运算场域内的主体

知识结构多元,虽然计算机专家熟知算法代码,但法官及诉讼当事人未必理解晦涩难懂的计算机

语言,司法算法模型中的许多代码与标量并非像 “年龄”和 “性别”一样清晰,它往往具有更为

抽象的行为序列或模拟符号特征,某些代码与标量也难以用人类语言或可视化图表予以标记。〔38〕

在此情况下,一定程度的算法 “黑箱”是因这个时代发展过程中主观或客观性制度而延伸的一种

“遗产”。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提高人工智能司法的问责程度和及时提供救济的能力,从而保

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实现司法公平。利用法律解释和裁判说理等程序方式提高人工智能司法决

策的透明性与可理解性,只是直接目的而已。

(二)对人工智能司法可解释性逻辑基础的挖掘

1.人工智能司法可解释性的认知基础

人工智能司法可解释性的认知基础是指法律文本可通过相应的符号转化成为计算机语言,并

促成法律解释到法律解析的飞跃。法律语言转化为计算机语言的核心问题是,法律概念的形式

化。而恰巧法律概念具备形式化的条件,这是可解释性的认知基础。

一方面,法律概念形式化的基础在于法律的形式理性,这使得法律规则和算法规则逻辑趋

同。在基本结构上,算法主要是一种数字逻辑规则,0或1是其运算的基本参数。而法律为实现

规则的精确性与稳定性往往借用数学、经济学、逻辑学等运算规则或符号予以推理论证与表达,

如司法机关法律文书效力的公法经济分析,必然涉及数学函数的表达。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两种

规则实际是置于相同逻辑范式下应用于不同领域的语言体系而已。在运行模式上,算法的认知逻

辑无非是基于数据的偏好、节点的分析与预测;在类型上,符号主义认识模式侧重符号逻辑的推

理,联结主义认知模式侧重数据单位之间的节点关联性,行为主义认知模式则更加强调强化学习

的重要性。与之相比,法律规则在运行模式上也是对主体行为进行提前预设与编入,法律适用的

过程大多是一个三段式的自动化应用过程,符合算法符号主义认知模式的基本逻辑。因此,基于

本体推理方法的自动化适用是两者共同的运行逻辑。在结果面向上,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领域的

运用具有正当性,能够从海量的司法裁判文书中提炼出案件事实、类型、引用的法律法规及判决

结论等关键信息,而大部分裁判要素信息都具有类同性与可重复性,通过算法决策自动化能够提

高裁判的效率和准确性。就此而言,法学和计算机学都在致力于解决秩序的稳定性问题,计算机

法学应运而生。

另一方面,法律概念形式化的表现在于本体要素的提出,这可以实现法律概念知识和计算机

算法符号之间的互通。本体要素是指在给定领域内概念的要素化与具象化,以及各个要素对象之

间形式化的、明确化的一般性规范结构。通过抽取法律现实生活中概念的本体要素,并以计算机

代码标记之,就能对相应的法律规则进行 “运算”,得出法律适用的结论。在此,本体要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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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SeeLilianEdwards,Michael&Veale,SlavetotheAlgorithm? Whya“RighttoanExplanation”isProbablyNotthe
RemedyYouareLookingfor,16DukeLawandTechnologyReview1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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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是计算机算法运行的 “知识概念词汇表”〔39〕。按照本土要素的一种常规提炼方法,首先,需

要对一个法律规则进行文本范围分类,确定为哪种法律领域或部门法系统下的法律规范信息;其

次,需要对法律规则的规范类型进行认定,如是授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抑或禁止性规范等;再

次,需要对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进行提炼,通常一个完整的法律规则包括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和

法律后果,有些会省略法律后果或假定条件,但行为模式必不可少;最后,需要对法律规范中存

在的一些附加信息进行归类提炼。例如,非结构化信息管理架构类型系统 “卢依马系统”,将司

法判决按照在法律论证中的功能差异进行层级类型化,一共列出了9个层级,分别是对法律规则

的 “引用”、锁定 “法律规则”、寻找 “法律裁定或法律裁判”、挖掘 “基于证据的事实发现”与

“基于证据的中间推理”、提炼 “证据”、明晰 “法律政策”、形成 “基于政策的推理”、得出 “特

定案例的过程或程序事实”。〔40〕这些法律句子的层级类型化对法律论证检索非常有用,能够对给

定的案例文本进行三段论的注解,即案例适用的法律规则是什么、提炼哪些可以支撑法律规则适

用的证据以及这些法律规则的渊源来自哪里,由此能快速实现法律论证的自动化搜索。这也说

明,司法裁判领域的人机协作具有较大的潜力。

2.人工智能司法可解释性的制度基础

从现有的法律规范体系来看,可解释性存在较多的制度与规范基础。首先,以知情权、参与

权为核心内容的行政参与及信息公开制度是促进可解释性的公法基础。行政参与制度主要体现在

行政正当程序的告知制度、阅览制度、听取意见以及异议制度,它是对抗算法权力 “黑箱”及异

化的主要手段之一。在司法领域,裁判说理制度可以通过对裁判依据、事实、理由及结论的阐

释、说明与公示实现裁判过程的公开,裁判文书上网增强了司法裁判的透明性;同时在司法决策

过程中存在的最后陈述、当庭宣判、上诉告知等程序机制有利于保障诉讼当事人的参与和知情

权。其次,以信息披露、风险预警及责任分担为核心内容的市场合规与监管机制是促进可解释性

的私法基础。市场交易强调意思自治与公平竞争,通过告知、披露、风险提示及事后责任等法定

义务的设置实现交易双方信息的对称性。例如,在 《民法典》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金融、

证券、医疗、科技等特殊行业的法律法规,都规定了在涉及个人权益、公共利益及市场秩序保护

的领域,相应的技术人员、工作人员承担告知、风险警示、信息披露等法定义务。人工智能司法

决策系统作为一项市场交易产品也必须遵守市场交易规则,以保护消费者 (诉讼当事人)的健康

权、知情权及相关权利。最后,以数据权和算法解释权为核心内容的权利保障制度是促进可解释

性的混合基础。一方面,数据权是促进可解释性的间接基础。数据权是一项混合型权利,权利的

核心在于如何保护数据中包裹着的个人利益信息并协调数据利益冲突形态,“在数据企业对数据

要素化利用的普遍期待之外,用户和数据企业同业竞争者对于数据的利益期待之有无,取决于商

业模式中所利用的数据是否承载个人信息以及是否处于公开状态”〔41〕,基于 “知情同意规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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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41〕

〔美〕凯文 D.阿什利:《人工智能与法律解析———数字时代法律实践的新工具》,邱昭继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
第211 212页。

参见邱昭继:《人工智能、法律解析与未来法律实践》,载 《政法论丛》2022年第4期。
沈健州:《数据财产的权利架构与规则展开》,载 《中国法学》2022年第4期,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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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利用已成为商业数据产品开发的首要原则,用户对数据的异议权、更正权及删除权可大幅度

促进算法的可解释性与透明性。另一方面,算法解释权是促进可解释性的直接基础。一般认为,

直接创设算法解释权的法律依据是2018年欧盟实施的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7部分

“数据主体的权利”下面的 “自动化个人决策相关权利”一节第4条,其明确指出:“对该条款所

涉及的任何处理,都应当采取适当的保障措施,包括向数据主体提供具体信息以及要求人为干

预、表达其观点、要求对此类评估后作出的决策进行解释以及质疑此类决策的权利。”国内学者

基于此提出了构建本土算法解释权的基本思路及构想,〔42〕通过证成算法的权利属性,增强国家

机关、市场责任主体等的信息公开及阐释义务,打开算法 “黑箱”歧视的救济通道,从而提高人

工智能的透明性。

四、人工智能司法可解释性困境的纾解之道

传统观点认为:“司法的本质是理性,法律推理是一种理性过程,裁决者不能有利益、感情

牵涉,中立是最基本的要求。”〔43〕显然,这样的一种观点有夸大司法客观性之嫌疑。正如任何一

种法治都有其政治基础一样,任何一套司法体系都是当代社会制度综合的结果。司法作为一种法

律运用,既是一种实践理性 (practicalreason),同样也是人类精神的高级 “创造状态”,“是一种

不可模式化的实践巧智慧”〔44〕。在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立场之间保持张力平衡正是司法的艺

术。人工智能司法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保持司法价值判断之客观化,但这又与法秩序规则之主

观化存在一定的抵牾。因而,人工智能司法既有必要、也应始终处于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平衡和

交融之中,客观性主要是从制度与机制着手,主观性主要是从人的认识层面着手。解决人工智

能司法的可解释性悖论也需要从客观性与主观性平衡和交融的角度来思考。具体包括以下

对策:

(一)构建司法信息公开共享制度,提高有用数据的甄别与利用效率

信息公开是人工智能司法可解释性的制度基础。传统的信息公开,一是主要停留在政府管理

层面,二是主要强调 “知情权”而未突出信息的共享与使用。公共数据共享是一种以数据利用和

公平赋权为核心价值目标的公共服务,它突破了政府信息公开在主体、范围和结果上的限制,将

其提升至为社会公众创造共同财富的高度。它是一种以 “权力—权利”作对位的双向互动法律结

构,使国家拥有一定的数据配置权并承担合理利用义务,使公民拥有获取公共数据资源的权利并

承担不予滥用的义务。“在这种结构中,国家不是简单地对数据资源进行控制、支配和管理,也

不是放任私人自由攫取和使用数据资源,而是建构并维护一种公平合理的数据利用秩序,促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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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3〕
〔44〕

参见张恩典:《大数据时代的算法解释权:背景、逻辑与构造》,载 《法学论坛》2019年第4期;姜野、李拥军:
《破解算法黑箱:算法解释权的功能证成与适用路径———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场景》,载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9年第4期;解正山:《算法决策规制———以算法 “解释权”为中心》,载 《现代法学》2020年第1期;张欣:《算法

解释权与算法治理路径研究》,载 《中外法学》2019年第6期等。
陈端洪:《司法与民主:中国司法民主化及其批判》,载 《中外法学》1998年第4期,第39页。
雷磊:《类比法律论证———以德国学说为出发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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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数据利用的开放性、公平性、效益性。”〔45〕司法数据共享可转变单向度的司法数据公开现状,

将司法数据作为一种有效益的权利资源,促使司法参与者以更加积极的权利主体身份参与司法运

行的全过程。同时,权力享有者也应努力提高自己维护公平合理的司法数据共享的意识,仅仅停

留在裁判说理制度、裁判文书公开制度等是不够的。一方面应为人工智能司法决策提供更为真

实、全面的基础样本,另一方面应为诉讼当事人及民众提供更为准确的司法判决指引。事实上,

在既往的刑事案件领域,涉黑、贪污等部分案件与国家层面的刑事政策密切相关,由于存在信息

的不对称,部分案件的司法决策过程存在较大的不透明性,这也影响了人工智能在此领域的运用

和发展。在新媒体赋权下,部分案件虽通过司法场域的外部系统予以披露,但也会形成基于个别

律师单方面发表过激言论的负面情形。倘若司法等职能部门能够采取 “充分和具有选择性的开放

式许可”〔46〕模式,将传统的司法信息公开转化为公平的数据利用,可以更好地预见人工智能在

此领域应用的潜在风险,提高司法决策的效率与可接受性。在具体实施层面,司法信息公开共享

制度是前提,制度的最终意义在于实现对有用性数据的甄别、筛选及应用,使之应用于人工智能

司法。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法院网、中国司法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网以及地方法院裁判网提供

了不少裁判文书信息,但有效数据仍存在不足。需要联合司法部门、行政部门建立合作机制,推

动相应的有用数据的甄别与利用,为人工智能司法提档升级铺路。

(二)从软硬法结合视角建构司法系统的运行标准与制度规则

引发人工智能司法决策不可解释性与多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工智能重塑和颠覆了传

统的法律关系结构,引发法律变革,但相应的制度规则及运行标准并未完全建立,如人工智能司

法决策模型黑洞问题、人工智能司法决策程序漏洞问题、人工智能司法决策责任模糊问题等,即

是由人工智能司法系统的决策标准、程序标准及责任标准与规则未能完全明确而导致。然而,从

一个体系层面而言,完善人工智能司法系统的运行标准与制度规则并非仅仅依靠单一的 “国家

法”手段,还应将 “社会法”“行业法”等软法统筹进来,实现硬法和软法的融合、公法和私法

的合力。硬法层面主要是设定禁止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这是对算法决策危险的及时禁止和基本

权利的救济,主要活跃在公法领域。例如,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22条第1款

就对完全自动化决策进行了 “一般性禁止”,即 “个人有权不受完全依据自动化处理作出的且对

其产生法律或类似重大影响的决策的约束”,这也被称为一般性 “反对权”,其主要目的是实现

“算法控制者不得通过编造的人为干预而规避对自动化决策的一般性禁止,任何名义上或象征性

的人工干预均不对自动化决策构成实质性影响”〔47〕。与之相比,美国并未进行统一的立法禁止性

规制,而是突出行业规则和依靠法院的算法解释规则。例如,在美国量刑领域的人工智能算法的

主要问题是算法解释请求权的法律基础,从现有的依据来看,宪法领域的正当程序权利可作为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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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6〕

〔47〕

王锡锌、黄智杰:《公平利用权:公共数据开放制度建构的权利基础》,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第

63页。
〔美〕瑞恩·卡洛、迈克尔·弗鲁姆金、〔加〕伊恩·克尔编:《人工智能与法律的对话》,陈吉栋、董惠敏、杭颖颖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71页。

A29WP,A29 WP,Guidelineson AutomatedIndividual Decision—makingand Profilingforthe Purposesof
Regulation,2016/679,17/EN.WP251rev.01 (Feb.6,2018),转引自前引 〔42〕,解正山文,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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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权利基础,不仅包括传统的知情权,还包括正当性的解释权,后者是一种真正的 “解释权”,

即被告可以毫无限制地获取源代码以及算法结果所依赖的逻辑的权利。〔48〕通过已有的法律法规

体系及权利请求规制与救济通道,实现权利对权力的规制。软法方面主要是设定行业安全标准和

构筑自我规制体系,这是对算法决策风险的及时预防和侵权的救济,主要活跃在私法领域。从人

工智能司法解释义务的场景化标准类型来看,它属于公共事业领域的一种衡量标准,相比于一般

商业领域而言,在合理性和透明性方面具有更高的要求,在系统上线投入市场使用前,需要经过

较为严格的安全性测试,包括安全性、准确性、稳定性、可靠性、保密性等基本要求,同时还必

须形成体系化的设计标准、性能标准、运行标准、监管标准、救济标准等。除了行业的自律标准

外,算法侵权救济必不可少,即人工智能司法本身出现歧视等大规模侵权事件时,可考虑借鉴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代表机构追偿模式,实现群体司法案件的同类化、集约化处理。

(三)从全过程视角强化主体之间的协同治理

人工智能司法决策的治理是涉及多元主体、多个领域的复杂互动与联合规制的议题。因此,

不仅需要形成明确的人工智能司法系统的运行标准与制度规则,还需要考虑在司法内部和外部复

杂的互动过程中调试出覆盖全过程、全流域的协同治理机制。在聚焦制造主体首要义务、解释模

型推进,利用主体审慎义务、解释权的保证,监管主体规制义务、责任公平分担,对象主体反馈

义务、合理公平救济的同时,还需要结合内部和外部视角、技术和法律标准、道德和伦理要求、

社会和国家互动关系构建一种超越单一权利或权力标准的协同治理机制。其一,从制造主体的角

度看,需要强化培育者的信息控制能力与善良动机,从自我规制的角度实现信息与技术的风险控

制。问责机制是算法实施透明的重要保障机制,但问责通常具有事后性,通过正面激励和反向问

责的双重机制实现培育者的风险自控。其中包括对人员的规制、对算法决策风险管理的目标设定

以及完善算法决策风险影响评估制度。例如,欧盟的 “AP29指南”对算法培育主体的治理提出

了这样的要求:“企业应当构建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对个人将产生重大影响的算法应当向内部

独立的数据保护官提供影响评估的相关信息。同时,企业内部技术团队应当配备专业权威人员对

系统的准确性负责,确保其信息可被公众获得,并为救济制度随时启动奠定基础。”〔49〕其二,从

利用主体角度看,司法机关需要坚持 “技术制衡技术”〔50〕的理念,即提高自身对技术的把握程

度,善于将司法规则和理念 “代码化”或者 “技术化”,将抽象的规制原则或理念转换为实际场

景运用规则,防止出现被机器人操控的未知或盲目自信的利用过失。例如,司法机关对人工智能

模型的可解释性需要进行审查与评估,可建立由法学专家牵头,吸纳计算机、人工智能、哲学、心

理学等多学科交叉领域的专家组成的统一委员会,事前对可解释性的内在透明性进行审查与评估,

事后对可解释性的结果保真性与一致性进行认定与审查。其三,从监管主体角度看,主要利用的是

一种回应型规制,即将 “威慑式规制策略”和 “遵从式规制策略”结合起来的混合型规制模式,〔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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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9〕
〔50〕
〔51〕

参见前引 〔42〕,解正山文。
张欣:《算法解释权与算法治理路径研究》,载 《中外法学》2019年第6期,第1443页。
张涛:《探寻个人信息保护的风险控制路径之维》,载 《法学》2022年第6期,第68页。
参见 〔英〕罗伯特·鲍德温、马丁·凯夫、马丁·洛奇主编: 《牛津规制手册》,宋华琳、李鸻、安永康、卢超译,

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34 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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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设置严格禁止、处罚等规则,又强调合作、教育、说服、指导等柔性治理手段,以实现人工智

能司法行为的事前、事中与事后规制的全覆盖。其四,从对象主体角度看,要提升自己对人工智

能风险的识别,加强沟通,及时作出反馈和救济请求。对象主体主要是指诉讼当事人,也包括律

师和其他诉讼参加人,事实上,在线上立案、庭审、结案、电子化文书送达等智慧法院模式建设

以来,部分诉讼当事人未能完全适应与转化过来,导致其在智慧法院模式中的被动,甚至不知所

云,这自然也会加深对人工智能司法的误解及风险的不可控,因而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和反馈机制

必不可少。

(四)通过指导性案例和司法解释赋权法官司法解释空间,提高法律解释技术

法律结构的不明确是导致人工智能司法技术难以有效运用的认知障碍之一。虽然在理性实践

主义的引领下,法律结构一直被形式化与教义化,但作为法理学上 “恼人不休”的话题之一,法

律语言的 “空缺”和法律结构的开放性,导致司法判例总是存在不确定性。如哈特所言:“英国

的判决先例 ‘理论’对于使用判例实务的理论描述,在某些点上仍旧具有高度的争议:的确,即

使在理论当中,‘判决理由’(ratiodecidendi)、‘案件事实’(materialfacts)、‘(法律)解释’这

些关键词,也含有不确定的阴影地带。”〔52〕由于不确定性概念和开放性结构的存在,按照对立法

冲击程度的排序,法官对法律的适用存在法律解释、法律续造和填补立法几种可能的情形,越是

靠后要求法官的能动性越大,因其对现有的法秩序冲击也愈大,受到法体系的限制也越高。我国

不是判例法国家,原则上法官适用法律的模式被限定为法律解释和狭义的法律续造,即不可突

破法律体系内的限制,主要是对模糊法律语言的一种具体化与情景化解释,以能够让一般民众

所理解。实现人工智能司法的可理解性,并非消除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和法律结构的不确定性,

而是要找到计算机语言和法律语言的衔接点。事实上在形式理性的形塑下,法律规则和算法规

则逻辑具有较强的契合性。但这又引发了另一问题,法律不确定性概念和开放性结构如何合

理、有效地形式化。法典化是一体解决法律不确定性和开放性的一种手段,但企图一劳永逸的

立法又将陷入脱离社会基础的风险。面对这种双向悖论,解决方法一方面是努力增强法律结构

的明确性,保持法律规则和算法规则有较高的契合度;另一方面是承认两者之间的裂缝,通过

激发法官的创造力、提高法律解释技术,积累更多真实、合理、有效的判决文书,为人工智能

学习系统提供实践的 “智慧数据”,最大程度弥合裂缝。实践中,通过指导性案例肯定正面的

法律解释、赋权法官的司法解释空间,是激发法官的创造力、提高法律解释技术的一种有效途

径;在一定的司法解释领域和范围成熟后,还可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指导意见,进一步促成法

律解释的明确性与透明性。

(五)强化交叉学科人才建设,提高对人工智能司法决策模型的引领

司法算法决策模型设计的合理性、正当性是人工智能司法决策透明性和可理解性的关键要素

之一,决定算法决策模式可解释性的核心指标又在于参数的明确程度,参数的明确程度分为模糊

型、明显型和外显型三种。例如,在美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COMPAS智能量刑模型,不仅采用

·71·

〔52〕 前引 〔6〕,哈特书,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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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标准回归算法,还结合了以实践司法数据筛选为基础的智能学习与分析模型。〔53〕虽然能够打

破传统的机械量刑弊端,但对智能算法深度学习的过程和结果可理解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提

高透明性的菜单中有一种溯源机制,即借助区块链技术,将算法过程用分布式账本的形式进行记

录,形成过程的不可更改性和结果的可溯源性,解决了运算过程的步骤难以理解的难题。〔54〕目

前,我国司法人工智能领域的实践状况是:在参数层面未能充分保障数据的真实有效性,同时缺

乏有深度的智能学习与分析司法模型;在解释技术层面也缺少相应的成熟的支撑基础和机制。对

于参数基础而言,有学者进行过调研,发现 “当下不少所谓的法律科技公司或研究团队严重依赖

自己事先假定的知识图谱来提取、印证规范化的裁判模式,其打造的裁判模式可能严重脱离实践

模式……稍微复杂的文书识别往往极其困难,因为机器识别在抽取多样、微妙的语言时经常出

错,从而影响到大样本材料提取的准确性,最终给出误差很大甚至错误的解读”〔55〕。对于深度学

习技术而言,传统法学界习惯于法教义学的推理论证,倾向于定性分析而薄弱于定量分析,学科

之间的交融深度有限,很大程度上限制了 “面向实践的、统计式的、机器学习介入的研究范式、

裁判模型机制”〔56〕的打造。因此,我们加强对人工智能司法决策模型的引领,还需要在参数和

深度学习技术层面进行努力,不仅需要更为可靠有效的参数,更需要科学合理的学科交融研究范

式、计算机解释及运用技术。在实践层面,一个有效的途径是强化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在目前的

学科评估体系中,国内高校,特别是双一流或重点高校可充分利用学位自主审核权以及学科自主

评估的机遇,强化交叉学科建设,实现人工智能、法学以及相关学科领域的大融合,为人工智能

司法决策模型引领提供人才保障。

(六)发挥法官的自律与能动性,实现司法智能决策的人机协同

在真正的奇点到来之前,人工智能都只是人类意志的一种 “延伸”。而真正具有自主意识的

人工智能出现时也意味着人类命运将被改写。因此,只有在人类中心主义下人工智能司法才有讨

论价值。但是,这也让人工智能司法决策嵌入了司法正义判断困境这一基础性缺陷。由于这一缺

陷的根本性,它事实上是难以根除的。司法正义的实现是一个法官运用经验、利益衡量、价值判

断、法律解释、制度实施的 “司法—社会”互动的过程,“法官在 ‘司法—社会’的互动中,主

要以语言为载体,处理复杂社会关系中的纠纷,司法裁判的形成与其说是是非曲直的判断结果,

毋宁说是一场规范与实践之间互动商谈的对话结果,并以此为人们确立了未来的行动标准和行为

方向”〔57〕。人工智能的技术即是对人脑海量信息运算不足的弥补,但人工智能必须接受人类规则

的规制。在此,经常提及的是人工智能的伦理规制,例如,2017年 “阿西洛马会议”提出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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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54〕

〔55〕

〔56〕
〔57〕

SeeMeganT.Stevenson&JenniferL.Doleac,AlgorithmicRiskAssessmentintheHandsofHumans,availableat
http://humcap.uchicago.edu/RePEc/hka/wpaper/Stevenson_Doleac_algorithmic-risk-assessment-humans.pdf,lastvisitedon
Nov.25,2022。

SeeIlaria Tiddi,Freddy Lecue,Pascal Hitzleretal.,Knowledge Graphsfor Explainable AI—Foundations,

ApplicationsandChallenges.StudiesontheSemanticWeb,IOSPress,2020,pp.243 261.
左卫民:《AI法官的时代会到来吗———基于中外司法人工智能的对比与展望》,载 《政法论坛》2021年第5期,第

11页。
前引 〔55〕,左卫民文,第12页。
胡铭、宋灵珊:《“人工+智能”:司法智能化改革的基本逻辑》,载 《浙江学刊》2021年第2期,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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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人工智能原则。事实上,法律的实施也需要伦理规制,两者都需要人性之善的引领,“有理智

的欲望又需要善的价值引导,能够给人们带来好处或益处,而什么是好处或益处则需要有所共

识”〔58〕。未来人工智能在人工智能司法决策中完全有可能承担主要作用或主要任务,但司法智能

决策的人机协同不在于工作承担量之大小,而在于价值的引领和方向的引导,即遵循国际、国内

同行的法律行业标准,坚守司法正义,回应人民诉求。实践中重在对法官进行相应的培训与指

导,解决的办法是,对法官进行培训与规训,使其在自律的基础上对人工智能的价值目标不断进

行矫正与引领。

五、结语与展望

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的模式已然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人们的生活、工

作、环境场域乃至思维方式都在发生大革命。人工智能司法有利于推动法律适用走向一个新的发

展阶段、获得新的认知价值。但作为一项计算机认知技术和推理规则,它在面对法律的模糊性、

开放性和价值性时不免遇到形式化规则和实质化正义之间的张力。人工智能司法可解释性悖论是

这种张力外化的一种表现,消解人工智能司法的可解释性悖论也成为时代发展不可回避的课题之

一。人工智能司法可解释性问题主要涉及基础数据、目标任务、算法模型以及人的认知这四类关

键要素。但从理论层面而言,人工智能司法可解释性悖论是一个伪命题,这种悖论可以从认知基

础和制度基础两个方面进行消解。基于认知基础和制度基础的可解释性基础,也衍生出客观主义

和主观主义两种消解悖论的路径,具体包括:构建司法信息公开共享制度,提高有用数据的甄别

与利用效率;从软硬法结合视角建构司法系统的运行标准与制度规则;从全过程视角强化主体之

间的协同治理;通过指导性案例和司法解释赋权法官的司法解释空间,提高法律解释技术;强化

交叉学科人才建设,提高对人工智能司法决策模型的引领;发挥法官的自律与能动性,实现司法

智能决策的人机协同。

当然,人工智能司法在运用的过程中要考虑全国各地的实际情况。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

区域差异化较大的社会主义大国。大国治理既要注重法治统一,又要注重地区差异。人工智能

司法技术在各地区运行过程中,必然会存在技术差异、场景差异以及案件类型的差异。例如,

在技术层面,东部地区更为先进与普及,而西部地区相对落后和短缺;在场景层面,在司法数

据收集、司法辅助审判和司法决策中算法的精确性存在差异;在类型层面,刑事案件、行政案

件以及民事案件对证据的关联程度以及因果链条的要求逐渐降低,人工智能决策可解释性与透

明性的要求也有所差异,同时各地方在应用人工智能司法的重心存在差异,如云南地区比内部

省份对毒品犯罪的司法智能审判更高。基于这些差异,人工智能应当根据具体技术水平、场景

要求、案件类型等因素对司法进行差异化介入,而非打造普适性人工智能司法决策系统,在全

国范围内无差别性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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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美〕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现代性冲突中的伦理学:论欲望、实践推理和叙事》,李茂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21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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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司法治理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以回应时代需求的态度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决策解释

机制、运行程序、问责制度、影响性评估、监管组织架构等核心议题的研究,同时深化司法改革

步伐,注重法律价值和技术理性的平衡,以实现占领未来人工智能司法高地的战略目标。

Abstract:Strengtheningtheresearchonthedevelopmentandriskofartificialintelligencejusticeis

atopicofthetimes,inwhichtheinterpretabilitydilemmaofartificialintelligencejusticeispartic-

ularlycritical.AIjudicialinterpretabilityreferstothecomprehensibilityandtransparencyofjudi-

cialdecisionsorbehaviors,involvingfourkeyelements:basicdata,targettasks,algorithmmod-

elsandhumancognition.Unexplainabledilemmaismainlycausedbyfactorssuchasdatafailure,

algorithmblackbox,limitationsofintelligenttechnology,decision-makingproceduresandlackof

value.However,theunexplainedparadoxofAIjusticeisactuallyafalseproposition,whichhas

twoaspectsofcognitiveandinstitutionalbasis.Thespecificstrategiestorelievethedilemmain-

cludebuildingajudicialinformationpublicsharingsystemandimprovingthescreeningandutili-

zationefficiencyofusefuldata,constructingtheoperationstandardsandsystemrulesofthejudi-

cialsystemsfromtheperspectiveofthecombinationofsoftandhardlaws,strengtheningthecol-

laborativegovernancebetweenthesubjectsfromtheperspectiveofthewholeprocess,empowering

judgeswithjudicialinterpretationspaceandimprovinglegalinterpretationtechnologybyguiding

casesandjudicialinterpretation,strengtheningtheconstructionofinterdisciplinarytalentsandim-

provingtheguidanceofAIjudicialdecision-makingmodel,givingjudgesscopefortheirself-disci-

plineandinitiative,andrealizingthehuman-computercoordinationofjudicialintelligentdecision-

making.Inthefuture,itisnotonlynecessarytograspthebalancebetweenjudicialvalueand

technicalrationality,butalsoneedtoconsiderthedifferentialinterventionofAIinjustice,soas

topromotetherealizationofAIjudicialstrategicobjectives.

KeyWords:artificialintelligence,justice,algorithm,explainability,collaborative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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